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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诸如法益侵害、冲击传统刑事责任主体理论、刑事责任认定困

难等刑法困境，从犯罪论和刑罚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应当否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立

足于风险社会和积极主义刑法观的理论背景，为有效控制和预防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应当将作

为“风险源”的提供者作为归责中心。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具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因

素关键在于提供者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有扩大提供者

处罚范围和认定标准缺乏统一标准的缺陷，而客观归责理论分为归因和归责两个阶段，依据提供者是否

创造和实现“法不容许的危险”进行判断，能够对提供者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妥当结论，

为刑事责任提供稳定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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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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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challenges, including infringements of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s, disruption of traditional doc-
trines concerning subjects of criminal liability, and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criminal responsibil-
it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octrine of crime and the doctrine of punishment indi-
cates tha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elf should be denied even a formal status as a subject 
capable of bearing criminal liability. Against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risk society and an 
activist conception of criminal law, effectiv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the risks posed by generative 
AI call for centering attribution on the provider, understood as the “source of risk.” Criminal liability 
presupposes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lements. On the objective side, the core issue is how to 
assess causation between the provider’s conduct and the harmful result. The conditio-sine-qua-non 
test, causa theory, and adequate causation approaches either over-extend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applicable to providers or lack uniform criteria. By contrast, the theory of objective imputation pro-
ceeds in two stages—attribution and normative imputation—and evaluates whether the provider 
created and realized a “legally impermissible risk.” This framework can yield sound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causal nexus between provider conduct and harmful outcomes, thereby supplying a 
stable objective basis for assigning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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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ChatGPT 发布后进入大众视野，在社会多领域掀起了应用和研究浪潮。与传统的

人工智能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不直接受制于人的指令，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能力，它是一种深度学习

模型，通过大量数据识别、训练，深度学习算法并形成一个由参数构成的神经网络，从而模拟人类的创

造过程，依据所获信息进行分析，生成新的文本、图片、视频、代码等。基于此特点，生成式人工智能为

医学、教育、法律等多领域带来高效、激活创造力、加速决策等好处。然而不得不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应用与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负外部性，对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知识产权等法益产生威胁，并构成犯

罪。在这些犯罪背后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使用者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三方“主体”，应该

由哪一方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前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即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笔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刑事责任主体资格。刑法一

个重要作用是预防犯罪，在风险社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应当以积极的刑法观应对

此类犯罪，重视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的预防。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供者作为犯罪危险的风险源，判

断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应是讨论的重点，而判断危害结果由哪个具体行为引起的才能确定刑事责

任由谁承担，因此本文从因果关系视角论证提供者是否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不

法层面的因果关系解决的是客观要件的问题，仅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要素之一，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还需

要判断主观要件。 

2. 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法困境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上游的提供以及下游的使用过程中都存在刑事风险，会对个

人信息、著作权、网络安全等法益产生威胁，同时也对刑事责任的归属以及共同犯罪理论提出挑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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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法益为例，生成式人工智能最根本的是对大量高质量数据的学习，其作用发挥依托大量数据的

供给，在提供阶段研究者需要根据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训练，在使用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用户

的交互过程中需要对用户的信息进行分析，因此无论是提供阶段还是在使用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存

在侵犯个人信息的问题。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刑事风险，并从控制风险源角度探讨提供者的刑

事责任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领域的预防作用。 

2.1.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阶段产生的法益侵害危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供阶段主要面临侵害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法益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

是依托于对大规模数据的学习，通过算法模型，创造新内容的 AI 技术。因此研究者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进行开发、训练都需要海量的数据作为支撑。作为开发、训练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以数据爬虫技术为典型

的主动构建形式和“输入–收录”为典型的被动构建形式两种[1]。 
其中依赖数据爬虫技术主动构建数据参数过程中，提供者的获取数据的行为违背数据收集的正当性

规则，造成对数据法益的侵犯。以 ChatGPT 为例，其作为工具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人工智能应用，主体

架构遵从“语料体系 + 预训练 + 微调”的基本模式。其中语料体系包括预训练语料与微调语料两个部

分，预训练语料包括 OpenAI 从书籍、杂志、百科、论坛等渠道收集，并初步清理后形成的海量无标注文

本数据[2]；微调语料包括从开源代码库爬取、专家标注、用户提交等方式收集和加工的高质量有标注文

本数据。通过对海量文本数据的学习以及偏好训练，ChatGPT 才能根据使用者的需求，生成高度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全新内容。然而在此过程中，OpenAI 并未公布其数据收集来源，“黑箱”问题严重。因此存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将被保护的数据信息内容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情形[3]，使数据安全法益受

到侵犯，这种侵害数据安全的行为，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 285 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罪。依赖“输入–收录”这种被动构建数据参数的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涉及违规搜集、存

储、泄露用户信息，侵犯个人信息安全法益。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在信息数据世界的不断扩张和信息数据

安全保护之间造成难以弥合的间隙[4]。 

2.2.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阶段产生的法益侵害危险 

在使用阶段存在使用者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侵害他人法益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发”侵害法

益的危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深度伪造”的功能，能够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根据目标人物的音视频

资料伪造出高逼真度的视听资料，生成的内容使人信服。[5]例如宁夏彭阳发生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实施诈骗的案例，犯罪分子用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用被害人小龙表哥的头像和声音与其进行交流，使

其上当；白某某通过利用 AI“一键去衣”技术，深度伪造淫秽图片近 7000 张，以每张 1.5 元的价格卖

出，获利将近一万元，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存在“自发”侵犯法益的风险，由

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可能存在超出提供者预期的违法行为，主要体现在其可能存在“自

发”地非法获取、分析、操控数据的危险[6]。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更新数据库时，是根据算法获取其

可能接触到的一切数据，而无法甄别数据的公开与否，可能存在“自发”非法获取数据的情形。 

2.3.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认定的挑战 

根据上述从提供阶段和使用阶段两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法益侵害危险的分析，可以发现涉

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主要在于使责任主体多元化，犯罪背后涉及的主体可能包括提供

者、使用者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使用者单方利用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的，自然由使用者承担

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者刑事责任该如何认定。对于结果犯的刑事责任的认定不仅需要存在危

害行为与危害结果，而且要求二者之间具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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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可能存在介入因素，导致因果关系判断存在困难，为此本文承袭对危险分

析的划分，也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和使用两个阶段分析提供者的行为与犯罪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判断其是否存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提供阶段分为两种情形：(1) 提供者本身存在违法行为，造成法

益侵害结果；(2) 提供者不存在违法行为，但仍然发生法益侵害结果。在使用阶段分为两种情形：(1) 生
成式人工智能被作为犯罪工具：① 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实施犯罪，投入使用后，使用者

利用其犯罪，并最终产生法益侵害实施；② 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促进发展，投入使用后，

被使用者恶意利用实施犯罪，产生法益侵害结果；(2) 提供者提供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但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自我学习更新或运行过程中实施“自发”犯罪。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讨论 

3.1. 否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资格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刑事风险之一是刑事责任主体多元化，刑事责任的归属产生困惑。特别是针

对生成式“自发”实施无需使用者或提供者干预的刑法上侵害法益的行为这一新型犯罪形态，刑事责任

该如何认定，为此学界就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展开激烈讨论，出现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可以根据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也即是否具有自主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否定弱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肯定强人工

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肯定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预示着强人工智能时代“技

术奇点”的出现，需要事先明确其刑事责任主体资格，以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强人工智能对法益造成的

危险。第二，强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决策能力，具有控制和辨认能力，有必要将人工智能纳入刑事责任主

体的范畴进行规制。持否定说的原因有：第一，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看，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仍属

于弱人工智能，并没有达到人类所具备的自主性，只是一种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程序。第二，从刑罚角度

来看，对人工智能予以处罚不能达到刑罚造成痛苦的目的。第三，容易形成行为人逃脱刑事责任的途径。 
本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资格持否定观点。从犯罪论角度看，从行为理论的变迁与批判

过程中，可以发现纯粹的自然行为和纯粹的价值行为都被摒弃，只有综合事实和价值两者的判断才能对

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因此刑法上的危害行为应当具有有体性和有意性两个特征，从而将单纯的动物行为

与观念行为排除在危害行为之外。笔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过程到产出所包含的“行为”是一

种纯粹的自然行为，不具备有意性的特征，不属于刑法危害行为的范畴。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具备

辨认和控制的刑事责任能力以及违法认识可能性。辨认能力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和后

果的认识能力，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自然语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通过算法再生成自然语言，这一过程

是纯粹的数据加工过程，它无法通过计算机语言或者自然语言理解背后的含义，不具备感知和理解能力

[7]，例如它不能像人类作者一样，确定自己生成的内容无法进行是否包含“淫秽”内容的价值判断。辨

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没有辨认能力自然也就没有讨论控制能力的必要。从刑罚论的角度来看，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处以刑法不符合刑罚正当化根据。首先，不符合预防犯罪这一刑罚目的。不能实现一般

预防的目的，对某个具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处以刑罚，并不能对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起到威慑作用；不

能实现特殊预防目的，特殊预防是为了使犯罪行为人不再犯罪，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能

力，归根结底只能作用工具被人所利用，所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刑罚处罚，其是否会继续实施犯罪

行为最终取决于提供者和使用者，而不取决于它本身。其次，不符合报应正当性这一根据。刑罚种类包

括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三种，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因此对其适用生命刑和自

由刑没有意义；人工智能也不具有财产，因此也无法对其适用财产型。可能的处罚手段有销毁、暂停使

用等，但这种处罚实际上是对其使用者和所有者的处罚，处罚对象最终回到了人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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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作为归责中心 

3.2.1. 符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对刑法有效供给的需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新型犯罪以及刑事风险，对传统刑法理论特别是对刑事责

任主体的传统观点产生强烈冲击，深刻动摇传统刑法体系和基础。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刑法困境，

有学者指出注重事后惩罚的刑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捉襟见肘，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积极刑法规范，

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8]。积极主义刑法观使得刑法价值转向预防，并产生预防刑法。预防刑法以风险社

会为基础，国家重视通过刑法实现对社会风险的预防与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背景下，将作为危险

源的提供者作为归责中心符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对刑法有效供给的需求。第一，袁彬教授认为生成式

人工智能最初的程序是体现提供者意志的，提供者研发的初始程序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高智能性的基础

[9]。所以作为一种算法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程序以及学习的数据参数来源于提供者，究其本质

最终体现的是提供者的选择，因此提供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阶段的数据学习和使用阶段的功能发挥

其根本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投入社会市场中，面对不特定的使用群体，容易引发犯罪，在这种社会风

险面前，应当着重讨论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将其作为归责中心，有利于实现对风险的预防和控制。第二，

以提供者为归责中心，有利于发挥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法效果。就一般预防而言，就提供者的刑事

责任设立预防刑法，能够唤醒和强化提供者对法的忠诚、对法秩序的贯彻力的信赖，使提供者的法意识

安定化[10]。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领域，应当区分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形，妥

善解决刑事责任归属问题，将提供者的刑事责任作为讨论重点。 

3.2.2. 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其中包

含两个层面：一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二是刑罚

的轻重应当与刑事责任的轻重相适应。所以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行为人的罪行和刑事责任准确判断。

在上文提到提供阶段的提供者本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形下，例如搜取数据时不

合法不合规，侵害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法益的行为，就应查明数据来源并且将法益侵害归属于提供者。

使用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被使用者当成工具实施犯罪的情形下，对使用者当然按照实行犯的规定进行归

责和处罚，对提供者则应当根据提供者的提供行为或者未尽管理义务的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是否与使用者共谋犯罪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合理认定提供者的刑事责任。使用阶段提供

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我学习更新或运行过程中实施“自

发”犯罪的情形下，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后续的“再学习”时，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了国家、社会或个

人法益，该法益侵害后果应该由谁承担。应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造成的法益侵害的根

本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内部出现问题或漏洞，最终的责任归属只能是提供者。但责任的分配在考虑法益

侵害结果的基础上，还应当综合判断是否存在技术局限等问题，例如现阶段的技术是否能够有效防止生

成式人工智能“自发”犯罪。所以在不同犯罪情形下，提供者应当对哪些法益侵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需

要具体判断，进而保障对提供者的判处的刑罚的严厉程度不超过提供者应负的刑事责任的程度。综上，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作为归责中心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实现刑事责任的正确划分，

将提供者的刑事责任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 因果关系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刑事责任之辩证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在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侵害法益时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要从主客观两个

方面进行判断，对不法层面的判断核心在于判断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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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因果关系则进一步判断提供者主观上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如果不具有因果关系，从客观层面就已

经可以排除提供者对危害结果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是认定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第一

步。但是学界关于因果关系存在不同的学说，以何种学说为标准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中的因果关系

具有合理性值得讨论。 

4.1. 因果关系于刑事责任该当性的影响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存在的关系，张绍谦教

授指出刑法因果关系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又是法律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它们是作为刑事责任

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11]。我国刑法秉持罪责自负原则，罪责自负“意味着国家在进行刑事责

任归属，进而作出刑罚处罚时，不能将他人应负的责任归咎于特定的个人，同时，也不能将犯罪人应承

担的刑事责任转嫁给第三人。”[12]罪责自负原则表明行为人只对自己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

事责任，因此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决定提供者对

法益侵害结果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作为判断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因果关系会影响刑事责任的

有无和刑事责任的程度，判断因果关系对解决刑事责任问题意义重大。 
因果关系影响刑事责任的有无。刑法上因果关系解决的是危害结果的归属问题，如果行为与结果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该结果能够归属于行为人，即只有具有因果关系才能具备使行为人承担刑事

责任的客观责任基础。第二，因果关系影响刑事责任的程度。在一个犯罪过程中，有的危害行为对结果

的产生起着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危害行为对结果的产生起间接和非决定性作用，因此不同程度的

危害行为对应的客观责任也应当有程度上的差别。 

4.2. 各学说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辩证分析 

上文划分的四种情形，即情形一：提供阶段，提供者本身存在违法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结果；情形

二：提供阶段，提供者不存在违法行为，但仍然发生法益侵害结果；情形三：使用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

被作为犯罪工具：① 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投入使用后，使用者利用其犯

罪，并最终产生法益侵害结果；② 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促进发展，投入使用后，被使用

者恶意利用实施犯罪，产生法益侵害结果；情形四：使用阶段，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

了促进发展，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我学习更新或运行过程中实施“自发”犯罪。在以上四种情形中情

形一和情形三中的第一种情况中提供者存在明显的危害行为且与危害结果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情形二、情形三的第二种情况以及情形四中提供者的行为和最终产生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难以认定，不同的学说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下文将重点对这几种情形展开讨论。 

4.2.1. 条件说扩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处罚范围 
条件说立足于逻辑的因果关系立场，认为一切行为只要在逻辑上是引发结果发生的条件，就是结果

发生的原因，也即存在“如果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时，就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也被称

为“全条件同价值说”[13]。条件说的可见条件说并不区分引发结果发生的各个条件的作用和价值大小，

甚至可以理解为各个条件都是等价值的。条件说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采取的是“假定消除公式”这一方

法论，即“非 P 则非 Q”，认为在如果没有前行为，后结果也会发生的情形下，因果关系就被否定；在

如果没有前行为，后结果就不会发生的情形下，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存在。在这种方法论下，因果关系

的判断就成为完全的事实判断[14]。因为条件说将所有物理上的条件都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遭到

了学界的批判，认为条件说会扩大因果关系的范围，使得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变得过宽[15]。在生成式人

工智能犯罪的领域，按照条件说“非 P 则非 Q”的判断标准，认为如果没有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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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产生后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因此以条件说判断上述四种情形中提供者

的刑事责任，可以得出在所有情形下提供者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均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显然这

种结论不具有合理性。例如情形三的第二种情况，在提供者客观上不存在危害行为，主观上不具有罪过

的前提下，使用者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犯罪活动，仅仅因为提供者的提供行为是使用者使用的前提

就将使用者侵害法益的结果归属于提供者，就不当扩大了对提供者的处罚范围，使提供者为他人的行为

承担刑事责任。这一方面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另一方面只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侵害法益的情况，就

将原因溯及到提供者，不利于实现科技发展和刑法规制之间的平衡，制约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发

展。因此不能依据条件说判断提供者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4.2.2. 原因说标准不一导致提供者因果关系认定随意性 
原因说是在进一步限制条件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因说在条件说的基础上，主张在导致结果发生的

条件中根据一定的标准选出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将其他条件排除在原因之外。但是学者对这一学说也

进行了批判，张明楷教授认为从造成结果的众多条件中挑选一个条件作为原因是困难和不现实的，会导

致因果关系认定的随意性[10]。梅向华教授认为原结果的发生并非总是依赖于一个单纯的条件，应当承认

复数条件竞合为共同原因，原因说最终没有摆脱条件说的缺陷[16]。刘艳红教授指出从众多条件中选取原

因又存在优势条件说、最有力条件说、动力条件说、最终条件说等不同学说。认为原因说的根本缺陷在

于，对于结果发生的诸多条件的筛选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充满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得出

的“原因”条件的结论不稳定[17]。因此对原因的选取如果采取不同的学说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对

于上述情形二，按照优势条件说，对结果发生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是原因，则认为提供阶段即使提供者不

存在违法行为，提供者在提供阶段的行为和侵害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法益的侵害结果就不具有因果关系；

按照重要条件说，对结果发生具有重要作用的条件就是原因，则认为提供者设计爬虫程序的行为对侵害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法益的危害结果具有重要作用，应当认为这种情况下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对于上述情形三中的第二种情况，即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

投入使用后，被使用者恶意利用实施犯罪，产生法益侵害结果。若按照最终条件说，时间上和结果发生

最近的条件事原因，则使用者恶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行为是和法益侵害结果在时间上距离

最近，因此使用者的恶意利用行为是原因，而提供者的提供行为只是条件从而排除在刑法上原因之外；

按照最有力条件说，对于结果的发生最为有力的条件是原因，则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对结果

的发生是最有力的条件，因此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

此，若采取原因说，对原因选取的根据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同一种情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行为

和侵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对其是否承担、在什么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得

出不同的结论，造成认定的随意性，导致司法认定的混乱。 

4.2.3. 相当因果关系说缺乏相当性判断的具体标准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核心在于“相当性”，即根据社会生活的一般经验，从行为人行为时来看，某种

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就能肯定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反之，如果行为导致该结

果发生是异常的、罕见的则可以否定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相当性的判断基础，理论上存在

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主观说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即行为人已经认识到或可能认识到的

事实作为相当性判断的基础，客观说重视对介入因素是否异常进行判断，以行为时的一切客观事实作为

判断基础，折中说则以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和行为人的特殊认识到的事实作为判断基础，在三种学说中

客观书为主流观点。 
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客观说，在上述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的四种情形中，认定提供者行为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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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关键在于对有无介入因素以及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的判断，从而判断是否属

于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多因一果的情形。(1) 在情形一中，提供阶段提供者本身存在违法行为造成法

益侵害结果，例如提供者利用爬虫程序，违背数据收集的正当性规则获取数据，侵害数据安全，这一情

形下，提供者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不存在介入因素，提供者的行为是引发法益侵害结果的原因。

(2) 在情形二中，提供阶段提供者不存在违法行为，但仍然发生法益侵害结果，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通

过“输入–收录”这一形式获取用户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法益时，提供者虽然未违背数据获取规则，没有

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植入不当程序，但是也没有设置响应程序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获取个人信息，因

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获取这一“行为”不是异常介入因素，不能阻断提供者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3) 在情形三的第一种情况中，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提供

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植入违法程序，投入使用后使用者利用其犯罪并最终产生法益侵害结果，使用者

的利用行为和提供者的违法行为共同引发法益侵害结果，应当认定二者的行为与结果的发生均具有因果

关系，属于“多因一果”。(4) 在情形三的第二种情况中，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

发展，提供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没有植入违法程序，投入使用后被使用者恶意利用实施犯罪，产生法

益侵害结果，此时使用者的恶意利用行为属于异常的介入因素，且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决定作用，阻断

了提供者的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5) 在情形四中提供者提供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

了促进发展，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我学习更新或运行过程中实施“自发”犯罪的行为是否属于异常的

介入因素，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需要结合提供者是否履行监管义务进行判断，如果提供者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自我更新时履行监管义务但由于技术原因未能防止的，这种“自发”犯罪显然违背提供者

的初衷，就属于异常的介入因素，阻断提供者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提供者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自我更新时没有履行监管义务，这种“自发”犯罪就不属于异常的介入因素，提供者的行

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在情形一、情形二、情形三的第一种情况下，提供者的行为和

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情形三的第二种情况下，提供者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

果关系；情形四中需要分情况判断因果关系。但相当因果关系中的客观说存在弊端，即判断介入因素是

否异常缺乏适当具体的标准，“相当性”的基准不明确。因此无法根据此学说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

领域提供者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4.3. 客观归责理论妥当性之证成 

客观归责理论是由德国罗克辛教授提出的，是指“一个由行为人所因果性地引起的结果，只有当行

为人的行为针对行为对象，创设了一个不被容许的危险，并且这些危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时，才能将

这个结果归属于客观构成要件。”[18]基于此，判断一个行为进行归责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制造

了法不允许的风险；第二，该实现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风险现实化为结果；第三，该结果在构成要件

的保护范围之内。 
张明楷教授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是以事实的因果关系为前提得规范评价理论，也是构成要件理论。我

国应当在构成要件部分借鉴客观归责理论的具体内容，在“因果关系”部分应当借鉴危险实现的基本内

容，讲因果关系理解为广义上的因果关系即包括事实的因果关系和结果归属两部分，分别进行事实和价

值判断[18]。本文基于因果关系角度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刑事责任客观依据，即其不法性，因此本

文将客观归责理论中的“归责”限定在客观阶层，属于不法的范畴，不掺杂提供者主观的判断。 
根据客观归责理论对归因和归责的区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也要从归因和归责两个层面分析，首先按照条件说，没有提供者的提供行为，就不会产生后续生

成式人工智能侵害法益的结果，因此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下一步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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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规范的角度判断能否进行归责，即根据上述三个条件“制造风险–实现风险–风险保护”进行具体

判断。下面将对上文提到的四种情形具体分析。 
情形一：提供阶段，提供者本身存在违法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结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即使具有自我更新

和学习能力，但其本质上依然是依靠算法进行运作的，提供者需要为其输入代码、收集数据，预先设定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在此阶段提供者本身在收集数据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增加了数据安全被侵害的风

险，创设了法不允许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习提供者收集到的数据时，就已经现实侵害了数据安全

甚至是个人信息安全，形成法益侵害结果，风险现实化为结果。同时该侵害数据安全、侵害个人信息的结

果没有超出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因此，在情形一中，提供者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情形二：提供阶段，提供者表面不存在违法行为，但仍然发生法益侵害结果。根据《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

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遵守以下规定：……(四)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

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可见提供者未设置防止生成式人工智侵犯

个人权益的程序就属于法不容许的危险。提供者虽然不存在违背数据收集归责的作为的违法行为，但是

提供者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管理方没有设置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使用者交互的过程中违法获取使

用者信息的相应程序，倘若提供者设置了相应程序，就能避免不当收集使用者信息的，但因为其没有设

置而未能避免，就是创设了法不容许的风险，并最终侵害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安全法益，这种情况下提供

者的不作为和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在情形二中，提供者的不作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情形三的第一种情况：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投入使用后使用者利用

其犯罪，并最终产生法益侵害结果。提供者的就是为了实施犯罪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植入犯罪程序的，

比如在系统中植入专门生成淫秽物品的程序，在植入犯罪程序时就已然创设了法不允许的危险，投入使

用后，使用者利用其犯罪就将危险现实化为危害结果，应当肯定提供者恶意植入犯罪程序的行为和危害

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情形三的第二种情况：提供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投入使用后被使用者恶

意利用实施犯罪，产生法益侵害结果。此情况中，提供者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并没有创设法不允许

的危险，应当否认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提供者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危害行

为”，从根本上达不到因果关系中“因”的要求。 
情形四：提供者提供成式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我学习更新或运行过

程中实施“自发”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者一般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风险就有较强

的管理能力，应当承担起监管义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保留控制权。如果提供者没有履行监管义务，也

就是放弃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控制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发”具备可能性，创设了法不允许的危

险，并且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自我学习更新过程中使危险转化为现实，此时提供者未履行监管义务的行为

和危害结果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具有因果关系。 
根据客观归责理论，对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条件

说的基础上进行“归因”，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步，根据“制造风险–实现风险–风险保护”三个条件进行“客观归责”判断，从规范和价值判断上

对“归因”结果进行检验。通过两个阶段的判断可以对提供者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准

确合理的认定，从而为判断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提供稳定的客观依据。 

5. 结语 

本文基于否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将提供者作为归责中心。但是在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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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需要考虑技术发展和刑法规制的平衡问题。如果不予以刑法规制，将会面临新型犯罪问

题突出，社会安定性遭到巨大破坏的风险；如果刑法规制超过一定限度会使提供者畏首畏尾，不敢创新，

制约该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因此需要合理界定提供者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准确认

定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学说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

等，其中条件说会扩大对提供者的处罚范围，例如在提供者主客观上均合理正当的前提下，将使用者滥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犯罪活动的危害结果归属于提供者，就使提供者为使用者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这显然不合理。另外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都存在标准不一的情况，按照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

论，无法为刑事责任提供稳定的客观依据。而客观规则理论可以对不同阶段不同情形下提供者的行为和

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妥当的判断，为刑事责任提供稳定的客观依据，进而有利于准确认定提供者的

刑事责任，尽可能最大化追求科技发展和刑法规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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